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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号学视域下的网络公共事件及其主体分析
*

■ 李 红 董天策

【内容摘要】 本文从符号学视域出发，首先对网络公共事件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; 进而从符号竞
逐所指向的价值客体出发，对网络公共事件重新进行了分类; 然后，厘清了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符号主
体及其相互关系。
【关键词】 网络公共事件; 哈贝马斯; 符号主体

一、基于符号学的网络公共事件界定
概念是一切研究的基础，没有概念，我们将无法

界定相应的研究对象。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，概念与
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，在初始状态上

两者之间是无理据的 ( unmotivated) ，这就造成了概
念的不确定。不过，概念总是在一定的语言制度背景
下产生的，总是反映出一定的关系、立场和价值，从
而附带着语言的历史理据性、价值理据性等，无法做
到纯然的无理据。“网络公共事件”是本文使用的概
念，与此相关的概念有“网络群体性事件”“新媒体
事件”“网络舆论事件”“话语事件”等。其中，“网
络群体性事件”，是一种官方话语，具有管理的研究
取向; “新媒体事件”沿袭戴扬和卡茨的 “媒介事
件”概念，侧重于探讨新媒体带来的 “社会权力结
构”①的变化; “网络舆论事件”②则从舆论的角度界定
事件，只看到舆论的影响力; “话语事件”则着重强
调“公众话语参与的推动”并 “以话语而非行动的
形式表现出来”③。此外，类似的概念还有 “集体行
动”、“社会动员”等，多是从抗争的角度切入进行
研究。董天策认为，有关事件的准确命名应该是 “网
络公共事件”，主张 “要把这些网络公共事件放在中
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，不要一味地进行抨

击”④，本文认同这一概念和立场。之所以要将类似
事件命名为“网络公共事件”，在于强调: 网络作为
一种新型的媒介形态，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权力关

系的重构，在有关事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; 事件具

有深刻的公共性内涵，并且始终坚持这一研究取向。
公共性作为一个具有深刻学理内涵的目标，也与符号

学这一方法论相契合。
杨国斌认为: “网络事件的核心是话语。在网络

事件中，话语就是行动。没有话语，就没有网络事
件。因此，如果不能揭示话语在网络事件中的力量，
就不能充分阐释网络事件的动因与影响。”⑤这一观点
与曾庆香所提出的 “话语事件”概念侧重话语对事
件建构的分析相吻合。汉娜·阿伦特追溯亚里士多德
所说的政治生活的两种样态，即行动 ( praxis) 和言
语 ( lexis) ，“大多数处于暴力范畴之外的政治行动的
确都是通过言辞来实施的，而且更为根本的是，它还

意味着，所谓行动就是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

辞”⑥。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就经历了 “从对话的
公共性到交往的公共性”⑦的转化，最终建立一个协
商民主的社会。在此转向过程中，哈贝马斯借助于言
语行为理论实现了 “普通语用学”的转向。将公共
性作为网络公共事件的核心要素加以界定，不但能够

将各个主体的符号活动纳入互动的语境来进行探讨，

并且在宏观层面上关注事件中深刻的社会整合问题，

而且公共性这一价值也能有效地对各种符号活动进行

证实。
所谓公共性，有学者总结说: “是人的平等问题，

是同样的人共同生活在共同的世界上，共同面对和解

决公共的问题，建设共有的家园。”⑧哈贝马斯早年认
为公共性是通过批判实现的，但是他后来认为，公共

性不再是简单的权力对权力的约束和制约，而是通过

话语的协商实现的。在公共领域中，“虽然人们提出
的理由可能会受到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的影响，受到各

种不同社会权力的影响，但是这种影响还必须受到公

共的视角的检验，才能在商谈中真正发挥作用。可以
说，公共领域的政治商谈对社会权力进行过滤，限制

社会权力对于政治商谈的影响”⑨。“公共性不仅体现
在学界当中，也体现在所有善于运用理性者的公开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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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过程当中。但是，他们必须从其私人领域的局限中
摆脱出来，使自己看上去像个学者。”⑩哈贝马斯认
为，合法律性 ( legalitt ) 不等于合法性 ( legitim
itt) ，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和团体往往把合法律性作为
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，相互之间也只是一种利益

博弈和妥协，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整合，彼

此之间具有 “各自的解释世界的语法”瑏瑡，而解决之
道在于需要回到日常生活的交往领域。政治意志的形
成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妥协过程，而是“必须满足
一些条件的，这些条件必须在道德商谈中加以辩

护”瑏瑢，无论是实用的商谈、程序上受到调节的谈判，
还是伦理—政治商谈，都必须通过道德商谈加以辩
护，从而实现对正义与合法性的建构。
网络公共事件的另一个核心范畴是 “网络”，也

就是通过网络和赛博空间 ( cyberspace) 重构的一种
新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; 但这种新型的社会

关系并不是完全独立的，而是与传统媒体之间存在着

互动影响的关系，因此，网络公共事件始终处于 “扩
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” ( enlarged media ecology) 瑏瑣中。
媒介所带来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公共性研究中的

核心话题，哈贝马斯认为: “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，
通过电子传媒，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，不是同时

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效果。”瑏瑤互联网络的非中
心化、开放性、匿名性和互动性等特征，更是让这种
“全球性的公共领域”在某种想象性的符号层面得以
实现，从而超越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性别、种族、
财产、身份等的限制。
综上所述，网络公共事件具有鲜明的话语事件或

符号事件性质，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各个主体的符号互

动和竞争，弱势群体也获得了强大的赋权能力，这为

符号学分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，这在前网络社会是不

可能做到的。同时，公共性的问题也与符号活动密切
相关，它能够保证研究对象的同质性和逻辑的连贯

性。网络公共事件中众多深刻的社会问题得以呈现，
成为透视中国社会转型期问题的一个绝佳窗口，中国

社会将走向何方与网络公共事件的处置密切相关。

二、指向价值客体的网络公共事件分类
任何分类都具有一定的标准，也具有一定的目标

诉求，那种无目的、无诉求的分类是没有意义的，只
会造成更多的混乱。如上所述，网络公共事件是一个
符号互动和符号竞争的过程，而互动和竞争总是指向

一些客体和价值，这些客体和价值成为推动整个事件

的核心行动元 ( actant) 瑏瑥。但是， “谈论自在客体没
有意义”，因为“在获取意义的路途上我们所遇见的
只能是规定客体的价值，而不是客体本身”瑏瑦，客体

只是价值的载体而已，故称其为 “价值客体”; 客体
与主体是相辅相成的符号存在，“主体在追求客体的
过程中遭遇价值; 主体，作为语义存在，被它与价值

的关系所规定”瑏瑧 ; 没有价值，主客体的关系将变成
空洞无物的言辞堆砌。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存在合取
和析取两种陈述状态，即实现 ( 找到) 和潜在 ( 失

去) 的陈述状态。
实现 = F转化 ［S1→O1 ( S∩O) ］
潜在化 = F转化 ［S1→O1 ( S∪O) ］
( F = faire，相当于英语的 do，S = 主体，O = 客

体，∩ =合取，∪ =析取)
价值客体常常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各个主体之间流

转，而各个主体总是试图重新界定客体的价值，可以

说，网络公共事件中关于公共性的商谈总是围绕价值

客体展开。在此需要澄清的是，网络公共事件中的价
值客体既有具体的 “物”的属性，而更多的是具有
“信息”的属性，信息交流最大的特点并不是 “流
转”而是“共享”，比如， “在话语交流中，发送者
把知识传递给接受者，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知

识”瑏瑨。也即:
( Dr∩O∪Dre) → ( Dr∩O∩Dre)
( Dr =发送者，Dre =接受者)
价值客体成为网络公共事件的核心范畴，对网

络公共事件的分类就要紧扣这一核心范畴。通过这
一核心范畴，主体之间才能实现符号交流和竞争，

社会共识和社会认同也是在此过程中实现的。之所
以要进一步细分网络公共事件的类型，是因为不同

的价值客体，其流转或共享的模式是不一样的。根
据已有的网络公共事件案例，通过归纳的逻辑，本

文尝试将涉及到的价值客体分为: 权力价值客体、
秩序价值客体、利益价值客体、真相价值客体、情
感价值客体。由此，可以将网络公共事件分为: 权
力型事件、秩序型事件、利益型事件、真相型事件
和情感型事件。
关于权力的问题，其他类型的事件都会或多或少

涉及到，当然也会涉及到利益、真相、情感等问题。
但是，在对事件进行分类的时候，需要从符号操作所

侧重的那个主要价值客体入手，这只是个多与少的问

题，并不是有与无的问题。比如，在 2007 年 “华南
虎事件”中，整个舆论最终指向的是有关事件的真
相，陕西省林业厅以及周正龙在事件过程中也是围绕

“是否存在华南虎”展开，由此形成 “打虎”和 “挺
虎”两派，最终的结果被腾讯网作为事件专题的副标
题呈现为“‘周老虎’是纸老虎”，因此，可以将此
事件称为“真相型事件”。但在此过程中，陕西省林
业厅等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和坚持虎照为真的行为也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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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涉及到权力公信力的问题，因此，在周正龙被判刑

的同时，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、朱巨龙等人也
分别被免职或撤职，体现了国家在挽救政府公信力上

的努力。
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，大多数网络公共事件都会

涉及到权力的问题。有学者统计其“所涉阶层以国家
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首当其冲，相关案例共 48 起，约
占整体的 30%”，与此相关的关于官员腐败和政府管
理的事件排名前两位，“共占整个案例的 21. 5%”瑏瑩。
因此，网友和媒体也会对权力的问题格外敏感，只要

事件与权力有关，总是会吸引舆论的关注。2012 年
“安徽合肥少女毁容案”，最初贴出的帖子就将施害
者标签为 “官二代”瑐瑠，由此引发舆论关注，关于
“施害者是否是官二代”的查证和讨论也成为媒体的
一个重要议题。权力是一种支配性或者影响性的力
量，既包括暴力权力也包括象征权力，两者互相支

撑; 而权力天生具有侵犯性，因此对权力的警惕是社

会文明的核心议题。所谓权力型事件，指的是那些与
公共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的事件，涉及到的是权力的

腐败、权力的傲慢、权力的公信力、权力的滥用等，
并试图在象征权力的层面进行博弈，以建构或者解构

权力的合法性。典型的事件有: “周久耕事件” “替
谁说话事件”“浙江乐清村民遭碾压事件” “邓玉娇
事件”“我爸是李刚事件”等。
权力是秩序的一种表现形态，秩序需要权力来维

持，但是秩序不同于权力，秩序是一种系统性的稳定

状态。社会秩序一般有两种方式: 一种是暴力强制，
一种是社会认同。在自由社会中一般采取的是社会认
同的方式。中国社会面临着 “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
会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、从封闭性社
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”瑐瑡，而 “社会快
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，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

存、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、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
同在、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”瑐瑢。由此面临制度、
文化、道德等一系列秩序的重构，在此过程中将会充
满激烈的竞争、争论和商谈。本文将秩序型事件细分
为: 法制型事件、道德型事件、文化型事件。比如，
“孙志刚事件”“许霆案”“郭美美事件”等属于法制
型事件; “范跑跑事件”“唐骏学历造假事件”“南京
彭宇案”等属于道德型事件; “方韩大战” “袁腾飞
言论惹争议事件”“绿坝事件”等属于文化型事件。
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不但是那些深层次的问

题，更多的时候是具体的利益冲突。利益问题成为一
个显在的问题，对此，每一个人都会有切身体验。其
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，涉及到官商

结合、官员私利等问题。另外，公共决策中公共利益

的权衡也是一个公共性问题。单纯的私人利益问题很
难成为公共性议题，因此在网络公共事件中并没有出

现。比如，2010 年 “江西宜黄拆迁事件”就体现出
鲜明的政府与民争利的特征，类似的事件在中国现实

中层出不穷，已不是一个个案的利益冲突，而是一个

涉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私有财产的公共性问题。而
“厦门 PX项目事件”和“番禺垃圾焚烧事件”，则是
两种合理公共利益的冲突，是哪一种价值优先的问

题，在处理上采取的是协商的办法，省级宣传部对网

络信息的管理采取的也是 “不介入”的策略瑐瑣。
在其他类型的网络公共事件中，始终无法离开对

事实真相的论争和澄清，但是关于真相的问题只是作

为论证其他价值客体的一个必备手段而已; 真相型事

件与此不同，在真相型事件中，真相是作为主要的目

标诉求推动事件发展的。真相型事件的起因往往是基
于荒诞、夸张、谣言等，由此引起社会的兴趣或恐
慌，从而推动社会追查真相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真
相型事件在中国的频繁发生，也与中国社会的诚信危

机、公信力危机、权力不作为等背景密切相关。因
此，对真相型事件的有效处理，事关诚信、公信力和
形象等公共性问题。典型的真相型事件有: “躲猫猫
事件” “华南虎事件” “广元柑橘 ‘生蛆’事件”
“艾滋女事件”等。
网络公共事件中，整个事件的发展并不是理性、

和平的，而是充满对抗和情绪，“情感动员”瑐瑤在其中
随处可见; 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社会舆论也充满戏

谑、悲情、反讽、同情、愤怒等情绪。在情感型事件
中，情感成为事件的核心，抽掉情感性因素，整个事

件将无法被推动，其内涵也将变得苍白。在情感型公
共事件中，事实已经变得不重要，甚至谣言更能推动

情绪的高涨。比如在 “抵制家乐福事件”中，谣言
“把网民内心的企盼具体化为 ‘真实的谎言’，为抵
制行动的合理性提供了充分的支持”，舆论领袖、网
民和媒体都有意无意地建构了谣言的模糊性，以满足

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。瑐瑥

三、网络公共事件的符号主体分析
主体是西方哲学中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，经历了

物主体、神主体、理性主体、主体异化、主体间性以
及主体的消解等过程。而“后现代主义强调，主体不
是一种自由的意识或某种稳定的人的本质，而是一种

语言、政治和文化的建构”瑐瑦，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也
基本认同这一界定。主体与符号日益靠拢，人正是通
过符号活动实现其主体性，本维尼斯特认为，“人在语
言中并且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。因为，实际上，唯有
语言在其作为存在的现实中，奠定了 ‘自我’的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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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”瑐瑧 ; 拉康也认为， “主体不再是任何形式的思维主
体，而是作为能指的主体，他作为一种功能存在，他

说话”瑐瑨 ; Kaja Silverman认为“人类主体在很大程度上
即是符号主体”瑐瑩。与主体密切相关的概念有 “自我”
“身份”等，在对主体进行探讨的过程中，总是离不开
对这些概念的探讨。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，是一
种认识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概念; 自我相对于他者，

是一个心理学的以及主体间性的概念; 身份是自我的

表现形态或组成部分，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含义。
某种意义上，网络公共事件是一个符号建构的事

件，而“任何符号表意和解释活动，都需要从一个意
识源头出发。没有意图的表意和解释，不可能进行”。
因此，“一个理想的符号表意行为，必须发生在两个
充分的主体之间”瑑瑠。“如果没有使符号活跃起来的主
体意向，如果主体没有能赋予符号一种精神性，那就

不会有表述。”瑑瑡在符号学的模式中，索绪尔建构的是
一个能指与所指的静态模式。皮尔斯在此基础上引入
“解释项” ( interpretant) ，形成符号三元，“皮尔斯增
加了意指关系的数量，这对索绪尔所提出的意指关系

的项是一种超越，人类主体由此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

支撑”瑑瑢。因为“若是没有这种 ‘主体’的介入，通
讯就完全有可能停留在 ‘封闭的世界’里”瑑瑣。没有
发出符号的主体，符号仅仅只是个自在物，不会携带

任何意义; 没有接收符号的主体，符号的意义则无法

析出，意义也只是潜在地存在，交流并没有实现。网
络公共事件的符号操作中就存在各种类型的主体，他

们是符号的发出者和接收者，是符号操作的最终动

因，是推动网络公共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动力。如果
说，在前网络时代，有关事件主体由于缺少沟通的平

台而处于隐匿状态，那么，网络时代则通过网络这样

一个平台实现了主体间的符号竞逐，众多主体得以显

现。通过符号主体分析，网络公共事件被置于社会语
境中进行审视，能有效阐述其中的修辞意图、叙述意
图、符号心理、意识形态等，从而避免形式化的
误区。
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符号主体，其他学者在研究中

已有所涉及，但是还不够细化和完备，分析的目的性

也不明晰。田学敏将网民作为舆论主体加以专门探
讨瑑瑤，却并没有将其放入与其它主体的关系中进行分

析。郭光华将网民作为舆论的主体，认为它具有第三
人的地位瑑瑥。田卉、柯惠新认为，网络舆论主体可粗
略分为三类: 一是“模糊主体论”，指 “基于互联网
的公众或社会公众”; 二是 “网络媒体主体论”，将
网络环境中非网民的意见也视为网络舆论，包括传统

媒体、政府、相关机构等; 三是 “网民主体论”，即
表达意见的网民。瑑瑦陈岳芬、李立聚焦宜黄拆迁事件，

“分析 《南方都市报》、宜黄地方政府、新浪微博三
方再现、建构宜黄拆迁事件的话语、文本”瑑瑧。
上述关于网络公共事件中主体的界定，都忽视了

当事人一方在符号建构中的主体地位，事实上当事人

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事件的建构中去的。除此以外，
网络公共事件中还有众多的 “隐含主体”。 “任何言
语主体都有‘隐’‘显’之别，目标接受者也有 ‘显
性’‘隐性’之分。‘他’也可以是 ‘隐性目标接受
者’”，委托行为、职务行为中“‘他’还是‘隐性驱
动者’”瑑瑨。网络公共事件中，“国家”总是作为一个
隐含主体存在，在对事件的处理中，上级的介入、司
法的调查和审判、制度层面的立法规范等，实际上正
是代表着 “国家”这个隐含的抽象主体。否则，就
无法解释手握权力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舆论的忌

惮，因为“国家”总是需要维护其 “合法性”。至
此，我们可以将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符号主体总结为当

事人、网民、媒体、国家，其中国家是隐含主体，网
民具有“第三方”的地位，媒体是各方博弈的中介。
在不同的网络公共事件中，各个主体的呈现方式不一

样，也并不是所有主体都会呈现。比如在情感型事件
中，当事人往往在滔滔舆论的压迫之下，其主体性难

以得到彰显; 国家也很少会在情感型事件中介入，因

此情感型事件中我们往往只看到网民和媒体的身影。
在“孙志刚事件”和 “华南虎事件”中，国家都有
介入，而介入的方式又存在差别。
在前网络时代，传统媒体事件中的主体是单一

的、垄断的，在中国甚至是同一的，也就是代表的是
党和政府，当事人、民间以及媒介本身等主体的地位
隐而不彰，传播方式是单向的灌输。网络时代的到来
改变了这一格局，从理论上说，任何一个公民或组织

都有了言说的能力和平台，各种力量也依据网络这个

平台使得其主体身份得以彰显，使得相关事件的符号

建构不再是一种“独白”，而是一种 “复调”和 “对
话”。在网络公共事件中，每一类主体的符号操作能
力和意图都是不一样的，对事件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巨

大差异。网民作为一种抽象的类主体，其身份往往是
虚拟的、匿名的，但是依靠其规模效应能产生巨大的
舆论影响力。网民代表的是社会舆论，因此具有 “第
三方”的地位，往往成为事件中推动真相和评判是非
的关键，“因为有第三者的存在，整个言语行为的意
图的合法性与形式的合法性便不能不有所调整”瑑瑩。
当事人在事件中总是试图通过符号操作影响舆论、影
响媒体，并影响国家的介入，以实现自己的利益; 不

过单纯的私人利益很难唤起舆论的注意和吸引媒体关

注，这就需要将私人的利益转化为公共话题，当事人

这方面的素养越来越高。而媒体当然首先是一个盈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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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，也有自身的其他一些政治和职业的诉求。因
此，在有关事件中，他们也会有一定的立场和倾向

性，中国的媒体尤其是市场媒体，具有与民间意见的

天然亲和力; 但是媒体作为一个中介，各方总是参与

到对媒体的争夺中来。“国家”作为一个抽象的隐含
主体，总是在必要的时候介入到事件中，上级、司
法、立法等就会代表国家对政府官员实施处罚并剥夺
其代表国家的资格，以维护国家的合法性。在哈贝马
斯看来，这种合法性 “不是一个是否符合法律的问
题，不是一个在既定的政治制度框架内进行合理决策

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在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观基础

上进行社会认同和社会整合的问题”瑒瑠。这种合法性

是需要不断地通过对话进行论证的，而不能把合法性

当成一种永恒的结果。
主体与主体的对话是通过符号文本 ( text) 来实

现的，没有文本携带意义，主体与主体之间就只能是

各自独立的小宇宙。“符号传达是一个互动过程，主
体只能从‘交互主体性’ ( intersubjectivity) 角度来理
解，或者说，主体性就是交互主体性。”瑒瑡而且， “语
言之所以成为可能，正是因为每个说话人都自立为主

体并同时在言语中将其自身称为 ‘我’”瑒瑢。因此，在
网络公共事件研究中，不但需要分析清楚涉及到的主

体，而且需要站在主体间性的对话立场来探讨，以避

免视角的孤立和片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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